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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主要阐述 布 拉 格 学 派 在 语 言 规 划 方 面 的 实 践 与 研 究 以 及 最 新 的 理 论 发 展———语 言 管 理 理 论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布拉格学派积极参与了捷克标准语规范化理论的研究与实践工作，并提出

了“语言培养”（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的概念，对现代语言规划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随着语言规划研究从

宏观走向微观，布拉格学派提出了语言管理理论，将语言管理分为简单管理和组织性管理；简单管理仅对个人

交际行为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管理，组织性管理则是基于个人交际之上，涉及多个交际情境，往往由相关机构参

与的语言管理。语言管理理论认为语言管理是一个过程，包括偏离规范、注意、评价、选择调整方案和 实 施 调

整方案等不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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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学派始建于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６日布拉格语言学会召开的首次会议，该学派人才济济、理论纷

出，代表人物有马泰休斯、特鲁别茨柯依、雅各布逊、布龙达尔、卡尔采夫斯基、哈兰尼柯、瓦赫克、马丁

内。语言学界普遍认为，布拉格学派是继索绪尔之后最有影响的语言学学派，对现代语言学发展影响深

远。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布拉格学派最活跃、最有影响的时期，布拉格语言学会成果频出。１９５２年该

学会宣告解散，但布拉格学派的研究仍在继续，五十年代之后，新布拉格学派秉承了前辈的传统与原则，
对语言理论进一步发展和充实。从上个世纪末，捷克查尔斯大学涌现出许多社会语言学家和语言规划

研究者，他们作为新一代的布拉格学派，继承并发展了布拉格学派的原则、理论和方法，提出了崭新的语

言规划理论———语言管理理论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①台湾学者林蒔慧将其翻译为“语言处

理”和“语言处理理论”［１］；周庆生的译文是“语言治理”和“语言治理理论”［２］。；研究者们在澳大利亚莫纳

什大学（２００８年）、日本早稻田大学（２０１１年）和捷克查尔斯大学（２０１３年）先后召开了三届国际研讨会，
出版了论文专辑《接触情境中的语言管理：欧洲、亚洲、大洋洲的视角》（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ｏｎ－
ｔａｃ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ｅ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ｓ）［３］。国内学界关注较多的是布拉格学派在语言系

统与功能、音位学、区别性特征、功能语法等方面的研究，却往往忽视其在语言规划实践与理论方面的诸

多建树。本文 主 要 阐 述 布 拉 格 学 派 在 语 言 规 划 方 面 的 实 践 与 研 究 以 及 最 近 的 理 论 发 展———语 言

管理理论。

一、布拉格学派与标准语规范化

依据语言是开放、动态的符号系统这一概念，布拉格学派提出标准语言的语体划分原则。马泰休斯

认为对标准语言的语体分析体现了语言的“灵活稳定性”（ｅｌａｓｔｉｃ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灵活”体现了语言的动态特

点，“稳定性”反映了语言的系统性。对于社会成员来说，标准语言确实代表了一种稳定的规范，不仅保

证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而且确保有共同的美学标准；而另一方面，又需要不同语体来满足社会成

员在不同交际场合的交际需求。关于标准语言的概念，布拉格学派比英美语言学家早提出二十多年［４］。
标准语规范化是指从原有的各种非标准语言（或方言）中选取一种语言作为标准语言，并在此基础

上对该语言系统进行规范的过程。标准捷克语是１９世纪中叶民族复兴运动的产物。１９１８年奥匈帝国

瓦解，捷克斯洛伐克独立，捷克语被确立为官方语言，通俗捷克语一方面迅速普及，一方面其相对保守的

规范语规则和生活化的口语习惯产生矛盾，在这种背景下布拉格语言学派在三十年代引入了规范捷克

口语的新概念，把规范的口语同书面语区分开来。
在实践方面，布拉格学 派 积 极 参 与 了 捷 克 标 准 语 的 规 范 化 工 作，如 词 典 编 纂 和 举 办 语 言 讲 座 等。

１９３２年布拉格学派中的语言学家开办了一个广播讲座系列，探讨“标准捷克语与优美语言的培养”。后

来，讲座由哈兰尼柯（Ｂｏｈｕｓａｌｖ　Ｈａｖｒáｎｅｋ）和维恩加特（Ｍｉｌｏｓａ　Ｗｅｉｎｇａｒｔ）用与讲座同样的名称编辑出

版，收录论文包括马泰休斯《对标准语稳定性的要求》，哈兰尼柯《标准语的任务和培养》，雅柯布森 《今

日捷克的语言纯正主义》，穆卡洛夫斯基 《标准语和诗歌语》，维恩加特《捷语正音学》和《培养良好语言

的一般原则》。总的来说，布拉格学派认为，语言标准化应当与日常语言运用相结合，标准语言只能体现

在文学和其他公共文献中，因此，语言标准化的成功有赖于普通大众明确是什么是良好语言并在社会交

际中使用。布拉格学派对规范化理论的研究还包括如何判断标准语形式，语言学理论对建立标准语可

能做出贡献的领域，等等。除了理论建树，布拉格学派还对捷克语标准化的具体实施提出了建议，认为

应该先出版一些具体的用法指南手册，指导人们的语言实践，而不要把语言标准化建立在简单的统计基

础上，认为只有在全体语言实践者都认可才可以推行标准化。
早在１９３２年，维恩加特在“培养良好语言的一般原则”一文中提出了培养（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这一概念。

１９３５年，哈兰尼柯等人在布拉格语言学会机关刊物《词与文》（Ｓｌｏｖｏ　ａ　ｓｌｏｖｅｓｎｏｓｔ）的发刊词上，把“语言

培养”（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作为该刊物的主要目标，指出语言培养应涵盖语言政策、语言教学、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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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三个方面。布拉格学派的Ｎｅｕｓｔｕｐｎ将 Ｈａｕｇｅｎ［５］所提出的第四个阶段①变为第三个阶段，然后将

“语言培养”作为第四个阶段，强调语言规划的长期性和过程化［６］。正因为此，布拉格学派的理论被认为

仍具有现实意义［７］。值得一提的是，布拉格学派不仅重视相当于本体规划的语言培养，而且重视交际过

程培养，即语言使用的培养［８］。
此外，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社会与各学科的发展进步，各种术语日益增加，布拉格学派开

始关注术语的研究，他们既重视对术语的特点、术语与一般词汇的关系等理论问题的研究，也十分重视

新术语的创制和标准化工作，并且推动政府颁布了５００多项专业术语标准。布拉格学派的语言规范理

论对语言管理理论创立者之一、当代布拉格学派代表学者Ｎｅｕｓｔｕｐｎ影响很大。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开始，Ｎｅｕｓｔｕｐｎ即开始语言规划的研究。随后，很多学者与Ｎｅｕｓｔｕｐｎ一起将布拉格学派提出的语言

规范理论及相关观点引入到语言管理的研究中［９］。

二、布拉格学派与语言规划理论的发展趋势———从宏观到微观

Ｔｏｌｌｅｆｓｏｎ（２００２：４２５）曾预测未来语言规划从宏观向微观问题转向，可与交际民族志、微观社会语

言学等理论联系起来［１０］。Ｊｅｒｎｕｄｄ强调交际是人的话语过程，语言规划应以此为前提，应重视话语和参

与话语中的人，研究重心不应局限在宏观层次的地位规划，而是应该放在现实话语中的语言问题上［１１］。
随着语言规划研究的发展，为了弥补“自上而下”的语言规划的不足，语言规划研究领域逐渐从“规

划型”转变为“管理型”，研究重点从“自上而下”转移为“自下而上”的语言管理。Ｍüｈｌｈｕｓｌｅｒ（１９９６：

３１１－３１２）认为，直到２０世纪八十年代语言规划的前提还是将语言多样性视为问题，解决此问题只能

通过精简和中央计划［１２］。新一代布拉格学派的代表人物Ｊｅｒｎｕｄｄ与 Ｎｅｕｓｔｕｐｎ
［１３］、Ｎｅｋｖａｐｉｌ［１４］认为

“语言规划”一词应该专属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理论和实践，他们引入“语言管理”这个新术语，专

指语言规划发展的新阶段。语言管理强调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基于个人和社区交际的语言管理方法，
而传统意义上的语言规划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语言管理方法，由政 府 或 权 威 机 构 实 施。Ｊｅｒｎｕｄｄ（２００９：

２５１）认为现代国家语言规划、标准化，排斥变异，而后现代国家则认可变异［１１］。语言管理学派是“从学

术上对人民权力做出的一种反应”，它反对“规划”派的强制性举措，反对语言上的净化主义（ｐｕｒｉｓｔ　ｉｄｅ－
ｏｌｏｇｙ），“认可多元的利益诉求”［１５］。

三、布拉格学派与语言管理理论

语言管理理论是在语 言 规 划 从 宏 观 走 向 微 观 这 一 学 术 背 景 下，指 由 新 一 代 布 拉 格 学 派 代 表 人 物

Ｊｅｒｎｕｄｄ与Ｎｅｕｓｔｕｐｎ（１９８６）、Ｊｅｒｎｕｄｄ（１９９１）、Ｎｅｕｓｔｕｐｎ（２００２）、Ｎｅｋｖａｐｉｌ（２００６）等逐渐发展而成的

语言规划理论。语言管理理论将宏观的语言规划基于语言问题之上，具体的语言交际被视作语言问题

的主要来源，将语言规划的理论重心从宏观维度转移到了微观维度，即从国家、组织层面转移到个人语

言交际的维度。语言管理过程的理想模式是：识别、确定个人会话交际中的问题→具体的语言规划机构

采取具体的语言措施→在个人会话交际中执行这些措施。

Ｎｅｕｓｔｕｐｎ（１９９４：５０）明确指出语言规划应该考虑出现在会话中的语言问题，只有解决会话中的这

些问题，语言规划的过程才是完整的［１６］。语言管理理论是基于语言使用的两个过程：第一，话语的产生

和接受；第二，针对话语产生和接受的语言活动（与Ｆｉｓｈｍａｎ（１９７２）提出的“针对语言的行为（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ｔｏ－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１７］一致），后者被称作语言管理。如在会话过程中针对某个很难辨别的单词发音（上述

过程一），微观层次上，说话者对话时会小心翼翼地重复，免得听话者听不懂；而在宏观层次上，学术机构

会将该音标准化并由政府部门批准（上述过程二）。Ｊｅｒｎｕｄｄ（２００９：２４５）认为语言管理理论就是系统、
明确地研究交际过程中个人的表达（话语的产生与接受）与对表达的注意（ｎｏｔｉｎｇ）和评价（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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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元语言活动）之间的关系，这些元语言活动可能在交际过程中即时发生，也可能稍后发生［１１］。

１．语言管理理论与微观－宏观概念

语言管理不仅出现在覆盖整个社会活动的各种国家机构中，而且出现在公司、学校、媒体、协会、家

庭和交际中的个人中。因此，语言管理理论不仅关注宏观社会层面，而且关注微观社会层面。
语言规划主要侧重于研究宏观层次的由国家或机构层面进行的语言规划活动。而随着西方国家功

能的削减，社会的逐渐分化和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微观层次的语言规划逐步引起关注［１８］。从语言管理

理论创立之始，就强调涵盖宏观（国家）和微观（个人）层次两个维度的语言规划，认为国家语言规划者和

研究者应该平衡使用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也有学者认为在宏观和微观之间存在连续体和中观层次。

Ｎｅｋｖａｐｉｌ（２００６）从社会学引入社会交际（微观）和社会结构（宏观）两个概念，认为社会交际和社会结构

之间存在辩证的关系［１４］。正如Ｇｉｄｄｅｎｓ（１９９３：１６５）所说，社会结构既是社会交际产生的条件又是社会

交际产生的结果［１９］。在语言管理理论的框架下，微观层次的语言规划（简单管理）与宏观层次的语言规

划（组织性管理）辩证地交织在一起，相互产生作用。

２．简单管理和组织性管理

语言管理理论的基本特征是区分简单管理（ｓｉｍｐｌ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和组织性管理（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简单管理是管理出现在个人交际活动中的问题［２０］。如电视采访中的主持人使用了某个口语表

达之后，马上说出相对应的标准表达（会话分析理论称之为自我修复ｓｅｌｆ－ｒｅｐａｉｒ）。除了简单管理之外，
语言管理理论包括更复杂的管理过程，即涉及多情境的、有时带有某种或强或弱的机构性特征，语言管

理理论将其称作“组织性管理”［２１］。
简单管理逐步过渡到组织性管理。如在家庭中，语言管理通常是简单的个人话语修复，但在多语或

双语社区的家庭中，当父母讨论决定是否用某种表达或语言变体时，往往与意识形态有关，这就属于组

织性管理。而语言改革是更高层次的组织性管理。语言管理理论认为语言问题的解决始于简单管理，
再从简单管理过渡至组织性管理，组织性管理的终极目标也是解决个人语言问题，Ｎｅｕｓｔｕｐｎ（１９９４）认

为应尽可能地将组织性管理建立在简单管理之上［１６］。

３．语言管理的过程

语言管理理论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层级程序性（ｐｒｏｃｅｓｓｕａｌｉｔｙ），即简单管理和组织性管理都具有

很多层级阶段。以简单管理为例，简单管理不仅仅局限于“纠正”这一阶段，当说话人注意到（ｎｏｔｅ）某些

语言偏离规范时，管理已经开始，也就是说语言管理始于偏离规范的语言。在注意之后———评估（ｅｖａｌ－
ｕａｔｅ）注意到的偏离。这一阶段是语言管理理论的关键，因为在该阶段，说话者将语言问题视为偏离规

范并给予负面评价。然而，说话者也有可能正面评价规范偏离。在评价之后，下一阶段可能进行的是调

整设计，最终可以实施，也可以不实施。用下例说明管理过程的一系列过程（Ｍ 是德国－捷克跨国公司

的经理，Ｓ是关注该公司交际情境的研究者），该例及分析取自Ｎｅｋｖａｐｉｌ与ｓｈｅｒｍａｎ［２２］，例１：

ａ．Ｍ：———谈到工作室，在人事范围内

ｂ．９９％情况下工作室中没有德国人

ｃ．没有专家

ｄ．Ｓ：嗯

ｅ．Ｍ：（我）喜欢说话时用德国人这个字眼，所以，嗯———
从这个片段中可以看出，Ｍ使用了“德国人”这个涉及民族范畴的字眼（第２行），但在短暂沉默后，

他用“专家”替换了“德国人”（第３行）。该公司的语言规范是不能使用民族范畴的词汇，因为这些词汇

会使人联想到捷克人与德国人共同经历的痛苦历史。因此，语言管理过程是，Ｍ 注意到自己偏离了规

范，明显给予这个偏离以负面评价（在第５行中清楚看出），调整设计（即找到同义的非民族范畴的词）并
执行，即使用“专家”这个词来表达。组织性管理也可以区分注意、评价、计划调整、执行四个阶段。注意

（ｎｏｔｉｎｇ）是基于对简单管理进行深入透彻的研究。这个阶段之后是对该语言环境评价、语言政策调整、
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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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语言管理循环（ｃｙｃｌｅ）
语言管理理论的特点之一是关注简单和组织性管理间的互动。简单说，组织性管理之所以存在是

因为说话者在日常交际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语言、交际、社会文化方面的问题，自己无法解

决，他们会依靠社会机构中的语言专家或其他专家。这些语言问题至少包括以下几种：

ａ．在具体交际场景或活动中可以直接解决的问题（如前述例１中的第２行、第３行）；

ｂ．在具体交际活动中没有解决的问题，但说话人自己可以在交际后解决（如通过查阅词典、咨询朋

友等途径）；

ｃ．无论是在具体交际中还是在交际后，说话人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

Ｎｅｕｓｔｕｐｎ认为任何语言规划都应始于出现在话语中的语言问题，直到问题消除，规划的过程才算

终结［１６］。
如果在具体交际中产生的问题是微观问题，在其他社会机构中产生的是宏观问题，语言管理循环可

以简单地描述为：
微观→宏观→微观

这个框架准确描述了以下典型的情境：使用语言的大众所产生的问题，引起语言专家或其他专家的

关注；问题解决后，调整方案又为大众所接受。其中，微观→宏观→ 微观更有可能出现在本体规划中，
而宏观→微观更易在地位规划中出现。

当然，这个情境是理想化的。在现实中或在逻辑上仍存在“不完整的语言管理循环”和“语言管理循

环片段”：
不完整的语言管理循环：类型１
微观→宏观

使用语言的大众所产生的问题，引起语言专家或其他专家的关注，但是问题并未解决或者大众并不

接受专家设计的调整方案。
不完整的语言管理循环：类型２
宏观→微观

专家设计的调整方案没有考虑到大众的实际语言问题，却执行了该调整方案。
语言管理循环片段：类型１
仅在微观层次（大众产生的语言问题只通过进行中的交际加以解决或通过交际前后的管理解决 ）。
语言管理循环片段：类型２
仅在宏观层次（如语言规划机构不关注大众所产生的语言问题）。
实际上，简单管理和组织性管理都很复杂，上面提出的框架并不能完全涵盖。例如，个人对语言问

题的认识是变化的，换言之，个人可能总是负面评价规范的偏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可以给予中性评

价，甚至正面评价。组织性管理需要关注不同的机构管理语言、交际和社会文化问题的方式和这些管理

行为是如何关联的。

５．语言管理理论研究方法论

组织性管理层次上所采取的措施必须基于简单管理的分析之上，这是语言管理理论方法论上的关

键要求。因此，分析个人交际的研究方法是语言管理理论的方法论基础。语言管理理论不仅可以作为

分析和阐释研究资料的诊断性工具，而且还可以直接运用于研究过程中。也就是说，语言管理过程模式

可以作为半结构式访谈中提问的向导，第一部分问题与语言使用有关，第二部分与语言管理相关，即与

评价和调整有关。与语言管理有关的问题可以询问会话者语言环境是否适合，他是否想要改变，如果答

案是肯定的，那如何改变。研究者也可以让会话者分别回忆有语言问题和无语言问题出现的语言环境，
并且询问其个人经历，使研究者能够将会话者的语言使用、语言管理与其个人经历联系起来。

语言管理理论认为组织性管理必须基于简单管理之上，该理论发展了基于民族志研究的会话分析

方法，尤其是会话修正的分析。不仅如此，语言管理理论也关注会话者的心理层面。因此，语言管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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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除了要准确记录自然发生的会话交际的声像资料、进行会话转录和分析之外，更要进行随后的访谈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在访谈中，研究者让会话参与者回忆简单管理，如听一段录音片段后，研究者

询问讲话者对使用的某个单词是否进行了评价、如何进行评价。在组织性管理层次，同样可以划分为注

意、评价、计划调整、执行四个阶段，即基于各个层次语言环境的调查研究、语言环境的评价、语言政策的

调整、付诸实施。

四、语言管理理论框架中的语言、交际和社会文化管理

语言管理理论不仅关注语言现象，而且同样关注交际现象和社会文化现象。

Ｈｅｌｌｅｒ（２００１：２２５）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法裔少数民族学校（该校所在城市的通用语言为英语）进行

民族志研究，分析了一段师生对话，例２：

ａ．教师：ｐｏｕｒｑｕｏｉ　ｌｉｔ－ｏｎ？［ｗｈｙ　ｄｏ　ｗｅ　ｒｅａｄ？］

ｂ．学生：ｐｏｕｒ　ｒｅｌａｘｅｒ［ｔｏ　ｒｅｌａｘ］

ｃ．教师：ｐｏｕｒ　ｓｅ　ｄéｔｅｎｄｒｅ，‘ｒｅｌａｘｅｒ’ｃ’ｅｓｔ　ａｎｇｌａｉｓ［ｔｏ‘ｓｅ　ｄéｔｅｎｄｒｅ’（ｒｅｌａｘ），‘ｒｅｌａｘ’ｉｓ　Ｅｎｇｌｉｓｈ］
在第３行出现了语言管理。教师注意到学生在法语对话中用了一个英文单词，他给予了负面评价，

并进行了调整。这段对话显示尽管教师和学生都具备英－法双语能力，却遇到交际管理的问题，因为学

校规定法语是课堂交际语言。在这段对话中，同样存在社会文化管理因素———由于该校接受操法语者

的政治和经济资助，教师更愿意“做一个讲好法语的安大略人”。
就组织性管理而言，Ｎｅｕｓｔｕｐｎ和 Ｎｅｋｖａｐｉｌ（２００３）认为成功的语言管理取决于成功的交际管理，

而成功的交际管理又取决于成功的社会经济管理。因此，语言管理必须在社会经济和交际管理的基础

上进行。如要去除带有性别歧视的语言形式（语言管理），其前提得是确保不在交际中使用这些语言形

式（交际管理），而要真正从交际中去除这些语言形式须进行社会经济改革，保证性别平等（社会经济管

理）。根据语言管理理论，管理的顺序应该是：社会经济管理＞交际管理＞语言管理。

五、结束语

布拉格学派不仅是继索绪尔语言学说之后欧洲最重要的语言学流派之一，而且西方后来出现的一

些语言学流派包括乔姆斯基和韩礼德的语言学理论都或多或少受到布拉格学派的影响，正如美国语言

学家Ｄｗｒｉｇｈｔ　Ｂｏｌｉｎｇｅｒｓ所说：“欧洲人和其他语言学团体都没有像布拉格学派那样的巨大影响。布拉

格学派成员从来没有企图规定语言学范围，他们的研究也从来没有产生形式演绎系统，但他们提出了一

套原则。这些原则，既为该会员普遍接受，也在其他地方被广泛采纳。”［２３］。
布拉格学派强调语言的交际功能，侧重于从功能入手研究语言形式，常被称作是功能主义者或功能

语法学派。无论是标准语规范化还是语言管理理论都秉承布拉格学派功能主义传统，强调研究真实语

境下的交际话语，从语言交际中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标准语言规范化强调语言标准化应当与日

常语言运用相结合，既重视相当于本体规划的语言培养，又重视交际过程培养，即语言使用的培养。语

言管理理论着眼于微观层面个人或社区的语言问题，重点研究日常会话中的语言问题，因此许多研究者

将其运用到接触情境（ｃｏｎｔａｃ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研究中。而且，语言管理理论确立的语言问题的范围远远超过

语言规划所涉及的问题（从语音、音位、形态，到语言教学），并且在语言管理理论框架下，语言问题的解

决与交际问题、社会经济问题的解决相关，如某种语言变体的使用领域不仅取决于语言、文化、态度等因

素，更多的是取决于社会经济因素。
布拉格学派强调语言的开放性和层次性，认为语言不是一个绝对统一、封闭的系统，而是一个开放

的、不完全平衡的系统，由许多互相依存的次系统构成。标准语规范化既关注语言的“稳定性”即语言的

系统性，又关注语言的“灵活性”，即语言的动态特征，布拉格学派认为语言为了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世

界，需要不断地打破自己的平衡，去适应客观世界，才能满足交际功能的需要，这一点突出表现在词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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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新词汇的出现反映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发展变革。在此指导思想下，布拉格学派在术语研究方面也

颇有建树。而语言管理理论继承了层次性的观点，主张从各个层次研究语言问题：在微观层次，如个人、
家庭、小型社会网络；在中观层次，文化和职业社团、经济组织、媒体、教育机构、地方政府；宏观层次，中

央政府和国际组织。因此，语言管理理论的研究范围覆盖语言体系的各个层次和语言使用的各领域。
总之，布拉格学派提出的一系列原则、理论和方法对现代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这不仅体现在语言本体研究方面，还体现在语言规划领域。语言管理理论作为布拉格学派对于语言规

划的最新贡献，继承了布拉格学派的功能主义传统以及语言系统性与层次性的论断，注重从实际语言生

活产生的语言问题着手，从微观、中观、宏观层次研究语言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将推动语言规划研究与

实践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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